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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研究］

随着传教士来华、大众传媒的兴起以及西方世
界对东方的殖民，西方儿童文学以各种渠道进入中

国，开始了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历程。西方儿童文
学的中国化，即西方儿童文学在中国经过文化过滤、
译介、接受之后的一种更为深层的变异过程，不仅是
西方儿童文学在中国“旅行”、被改造的过程，也是中
国儿童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被选择、建构、阐释
的过程。

一

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之旅始于近代来华传教士

群体。近代来华传教士译介了大量西方经典儿童文
学作品，如吉卜林的动物故事、伯内特的《秘密花园》
等，不过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其

对儿童文学译介的出发点在于传教，换言之儿童文

学是易于民众接受、便于达成其传教意图的一种有
效手段。这也就决定了传教士对译介作品的选择倾
向性，主要是民间故事、儿童福音故事、基督教成长
小说等。
《伊索寓言》是较早进入中国传播的西方儿童文
学经典，其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典型地反映了传教士

为译介主体阶段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的特点。1583
年利玛窦来华传教，在他携带的传教书籍中就有《伊

索寓言》，以服务于其传达教义、教化民众的目的。
“在这里不妨指出，当年耶稣会士自西欧来东方传教
时，都带有《伊索寓言》一书，并经常引用其中的寓言
作教诲、训诫之用。”(1)这在法国史学家裴化行的《利
玛窦传》中得到印证：“有位官员见了有这种画(指有
宗教插图的读物)的一本关于救世主的小册子，爱之

若狂，我(利玛窦)表示歉意：这是我教的书，不能送

给他……他只好接受《伊索寓言》算了。”(2)这里的
《伊索寓言》还不是中文译本，而是当时在日本的耶
稣会士于 1592年刊印的《伊索寓言》改写本。直到明
万历年间、公元 1608 年，利玛窦的《畸人十篇》第一
次将这部寓言翻译成汉语，当时把伊索的名字翻译

成“扼（原字左为耳旁）琐伯”。书中翻译了《肚胀的狐
狸》《两树木》《狮子和狐狸》等寓言。李之藻的序文中
说：“乃西泰子近所著书十篇，与《天主实义》相近，义
行于世。顾自命曰畸人，其言关切人道，大约淡泊以
明志，行德以俟命，谨言苦志以褆身，绝欲广爱以通

乎天裁；虽强半先圣贤所已言，而警喻博证，令人读

之而迷者醒，贪者廉，傲者谦，妒者仁，悍者悌。”(3)这
有两层意思，第一，这些寓言被入选为译介的对象，

是因为其与《天主实义》相近；第二，译介寓言的目的
在于以比喻的方式达成道德训诫的目的。
在利玛窦之后，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也对《伊索
寓言》进行了选译，如卷一的《伏傲篇》里就有《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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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狐狸》等。1625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本真正的汉文
版《伊索寓言》———《况义》，由法国金尼阁口述、中国
张赓笔录，至此《伊索寓言》在中国正式成书。《况义》
的成书过程充满浓郁的宗教色彩：金尼阁是精通汉

语的法国耶稣会士，执笔记录的张赓是一位忠诚的

教民，该书的刻印在受洗入教的王徵家中(4)。
作为《伊索寓言》的选译本，《况义》对篇目的择
取从一个层面反映了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的策略，

即《况义》选用《伊索寓言》篇目有着自己的标准与倾
向：符合基督教义，并在译介中进行适应中国文化的

改变。“《况义》全书正编收二十二篇，补编收十六篇，
共收寓言三十八篇。其绝大部分为《伊索寓言》，但补
编前两篇为柳宗元的寓言，也有别的篇出处仍待查

考。”(5)周作人翻译的《全译伊索寓言集》有寓言 358
则，从数量上看《况义》选录的篇目仅为全本的十分
之一。入选的篇目大多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如十四
则讲述运盐的驴子的故事，“义曰：主命所加于尔，尔
安承之。尔必以诈脱，主还将尔诈绳尔。”其劝诫安于
天命、不抗争的导向与基督教义是吻合的，这也与谢
懋明为该书写的《跋 <况义 >后》中说的“使读之者
迁善远罪”的精神暗合(6)。作为古希腊文学的经典，
《伊索寓言》中涉及到神的寓言共有 54篇，占全书故
事的六分之一。如《牧牛人与赫拉克莱斯》《蜜蜂与宙
斯》《宙斯与狐狸》《赫拉克莱斯与雅典娜》《两只袋》
等，这些与宙斯、雅典娜等神密切相关的寓言，或反
映了希腊诸神的特点与力量，或反映凡人对神的态

度与观念。《况义》对这类涉及神的寓言择取的很少，
仅有第三、第五则。笔者认为《况义》对涉神寓言的谨
慎选择有着双重考虑。一方面，选择的作品要吻合其
所传授的天主教思想，为此《况义》两则故事中的神
是绝对的主宰，神庇佑有道德的人。《伊索寓言》中那
些对神不敬、冒犯、欺诈的作品就被有意识地过滤
了，如《打破神像的人》《赫耳美斯与雕像家》《旅人与
赫耳美斯》等篇目。另一方面，这种考虑也是更好地
契合中国读者的接受特点，因为在注重维系尊卑有

别、上下有序的统治，器重君臣关系的传统中国，必
然不欢迎那些鼓动以下犯上的寓言。为此，这两则涉
神寓言在文字表述上进行了变动，寓言中神灵的称

谓不再是希腊诸神的名字，而是很具有中国传统的

“天”“上帝”的称谓。
《况义》顺应中国文化接受的努力明显地体现在

“义曰”，即每则寓言后都以“义曰”开头的按语，这些

按语正是彰显选译者对寓意阐释立场和倾向的最好

例证。如《北风与太阳》作为《伊索寓言》的经典篇目，
历来备受儿童欢迎，并被改编成为动画片、图画书等
多种艺术形式广泛传播。周作人译本中体现该寓言
寓意的翻译为“这故事说明，劝说常比强迫更为有
效”。《况义》中则为：“义曰：治人以刑，无如用德。”这
种阐释无疑是顺应了儒家经典《论语》中的治国治人
思想。《况义》中第一则寓言（周作人译本为《胃和
脚》）的寓意引向了中国历来重视的君臣关系上：“义
曰：天下一体。君，元首，臣为腹，其五司四肢皆民也。
君疑臣曰：尔糜大官俸遇。民亦曰：厉我何为？不思相
养相安，物各相酬，不则两伤。无臣之国，无腹之体而
已。”通过对君臣关系的辩证论述，旨在倡导和谐有
序的君臣关系。《况义》中类似中国特色的寓意阐释
还有很多，如第三则将伊索寓言改造成为反映中国

封建王朝中人物关系的故事，第十则的释义也带有

明显的中国封建社会君臣意识等。
另一个与中国化相关的重要问题是《况义》中有
许多出处待查考的篇目。这些篇目由何而来？杨扬对
《况义》明抄本的全文进行整理标校，在每篇寓言之
后都加了“按”，对出处不详的篇目注明为“此篇故事
原貌待查考”。经笔者甄别，以周作人译本为例，原貌
代考的篇目中正编中的第二十二则为《兔与虾蟆》，
补编的第四则为《母鸡与燕子》，第五则为《捕鸟人与
鹳》等。那么，另外那些待查考的篇目会不会是选译
者的有意创作，或者是张庚在笔录中的有意创作？

“张先生悯世人之懵懵也，取西海金公口授之旨而讽
切之，后直指其义所在，多方开陈之，颜之曰‘况
义’。”(7)这是谢懋明对张庚翻译的称道。这种“多方
开陈”会不会是口授者金尼阁和笔述者张庚的一种
传播策略，即为了更好通过寓言这一文学载体的广

泛传播，达成传教目的的有意为之的行文呢？据笔者

查考，上文谈及的两篇涉神寓言，以及多篇意在阐释

君臣关系的篇目，在周作人的全译本抑或罗念生的

译本中都没有对应的篇目。而从西方儿童文学译介
实践来看，这种为了适应受众接受而创作的现象数

见不鲜。如包天笑谈及《馨儿就学记》的翻译：“我是
从日文本转译得来的，日本人当时翻译欧美小说，他

们把书中的人名、习俗、文物、起居一切改成日本化。
我又一切都改变为中国化。此书本为日记体，而我又
改为我中国的夏历(出版在辛亥革命以前)。”他还在
译文中加入了自己的创作：“有数节全是我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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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我的家事了。如有一节写清明时节的‘扫墓’，全
以我家为蓝本。”(8)《扫墓》的章节，与《爱的教育》原书
的情节没有任何联系，是作者的中国化的一种写法，

有意味的是《扫墓》章节还曾被商务印书馆编选进发
行量很大的高小教科书，影响很大。
《伊索寓言》是传教士译介西方儿童文学的一个
侧影，充分彰显了传教士阶段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

的特点：传教士择取吻合其传教理念的作品进行译

介，以其为载体更好传达基督教义。而为了顺应中国
接受特点，更好达成其传教意图，在译介过程中有选

择性地过滤、删除一些内容，并有意识地增加、融入
更为贴合中国传统与文化的内容。

二

在晚清西学东渐的潮流中，文学译介被赋予了

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儿童群体因社会对新国民

和未来国民的期待备受启蒙人士的重视，在此合力

影响下，西方儿童文学的译介无论在规模、文体上都
有了很大拓展。梁启超、林纾、周桂笙、包天笑等都致
力于儿童文学的翻译。仅林纾的儿童文学翻译作品
就有《伊索寓言》《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
集》）《鲁滨逊漂流记》《海外轩渠录》（《格列佛游记》）
《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等。继传教士为
译介主体的阶段之后，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传播进

入了启蒙人士为译介主体的阶段，不同于传教士译

介的宗教旨趣，晚清民初国人的译介更注重对译介

作品启蒙价值的弘扬。
1888年由赤山畸士辑录的《海国妙喻》依据《意
拾喻言》改写而成。《意拾喻言》由英国人罗伯特·汤
姆和他的中文老师蒙昧先生合作翻译，其翻译的用

意是便于英国人学习汉文。张赤山在“序”中对《伊索
寓言》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义欲人改过而
迁善，欲世返璞而还真，悉贞淫正变之旨以助文教之

不逮，足使庸夫倾耳，顽石点头，不啻警世之木铎，破

梦之晨钟也。”为此，他将西人所译的刊载于报章的
寓言进行搜罗汇辑为《海国妙喻》，“借以启迪愚蒙，
于惩动一端，未必无所裨益，或能引人憬然思，恍然

悟，感发归正，束身检行，是则寸哀所深企祷者也，幸

勿徒以解颐为快焉可耳。”(9)可见，张赤山是抱着“启
迪蒙愚”的愿望进行辑录的。张赤山的《海国妙喻》后
来经过裘毓芳（笔名梅侣女史）的白话改写，在《无锡

白话报》连载。这份注重开启民智的白话报刊对《伊
索寓言》中国化的最大贡献是语言上的白话化，即将
文言改写为浅显明白的白话，同时将原本的语言标

题改为传统七言回目，如《不吃肉良犬尽忠》《骑驴叟
生成软耳》等。
这一阶段，最能体现《伊索寓言》中国化的例证
是林纾的译本。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商务印
书馆出版了由严培南、严璩口译，林纾笔述的《希腊
名士伊索寓言》。林纾翻译《伊索寓言》有明确的目的
性，即“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10)。他在序中
说：“夫寓言之妙，莫吾蒙庄若也，特其书精深，于蒙
学实未有裨……伊索氏之书，阅历有得之书也，言多
诡托草木禽兽之相酬答，味之弥有至理。欧人启蒙，
类多摭拾其说，以益童慧。”林纾指出本土文学：“专
尚风趣，适资以佑酒，任为发蒙，则莫逮也。”他认为
对《伊索寓言》的译介“非黜华伸欧，盖欲求寓言之专
作，能使童蒙闻而笑乐，渐悟乎人心之变幻，物理之

岐出”(11)由此，林纾是把《伊索寓言》视为启蒙教育的
优良材料，以寓言形式实现其警醒国人、发奋图强、
救国保种的爱国抱负。
细读林译本，不难发现其在文本忠实度上较之

传教士阶段的译本有了很大提高。郭延礼甚至认为
林译《伊索寓言》的翻译“较忠实于原文”，是林译中
的特例。林纾对《伊索寓言》的中国化处理，即承载其
启蒙意图的文字，主要集中在以阐述故事的主旨和

教训的“畏庐曰”。换言之，林译本的特色与重点在于
“畏庐曰”，这才是传达其翻译旨趣的核心。“畏庐曰”
的“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即以《伊索
寓言》为载体的阐发有以下几类：
第一，对西方列强恃强凌弱的侵略行径的抨击

和对晚清社会内忧外患现实困境的忧虑。如家喻户
晓的《狼和小羊》，周作人译本体现寓意的文字为：
“这故事说明，对于那些预定要做不公正的事情的
人，正当的辩解也无效力。”而林纾则生发为：“畏庐
曰：弱国羔也，强国狼也，无罪犹将矧取之，挑之耶，

若以一羔挑群狼，不知其膏孰之吻也，哀哉。”再如
“畏庐曰：不入公法之国，以强国之威凌之，何施不
可？此眼前见象也。但以檀香山之事观之，华人之怨，
黑无天日。美为文明之国，行之不以为忤，列强坐观
不以为虐，彼殆以处禽兽者处华人耳。故无国度之
惨，虽贤不录，虽富不齿，名曰贱种，践踏凌竞，公道

不能稍伸。其哀甚于九幽之狱，吾同胞犹梦梦焉，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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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瞑目矣。”
第二，面对困境，倡导国人勿忘国忧，团结合力

御敌自强。如“畏庐曰：有志之士，更当勿忘国仇”。
“畏庐曰：为国家而藉助于人，虞心因之而滋，斗志因
之以馁，一不得助。则举国张皇，若敌患非其国所应
有者，病在恃人助而不自助也。自助之云，先集国力，
国力集则国群兴，无论敌患况义合力御之，即大利亦

可以合力。”
第三，林纾的警醒国人的意图还通过对国人的

崇洋媚外、懦弱、好内斗等劣根性及诸多小人丑恶行
径的批判来表现。如“畏庐曰：吾黄种人之自夸，动曰
四万万人也，然育而莫养，生而不摄，满而岁恒歉，疫

盛而死相属，因赔款而罄其蓄，喜揭竿而死于兵，所

余总总之众，又悉不学，夸多又胡为者，哀哉哀哉。”
又如“畏庐曰：嗟夫，威海英人之招华军，岂信华军之
可用哉？亦用为椓杙耳。欧洲种人，从无助他种而致
其同种者，支那独否。庚子之后，愚民之媚洋者尤力
矣。”再如周作人译的《驴与蝉》的寓意对驴的不幸表
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在林纾的“畏庐曰”中这种同
情不见了，引发的却是对自强的思考：“故欲变其术
以自立于世，必当追蹑强者之后，若湛于虚寂，适足

以自毙其身。”
第四，表达对立法、变例的需求。如“畏庐曰：人
贵自治”。又如“畏庐曰：故欲通中西之情，亦必先解
欧西之公例而后交涉始不至于钩棘。矧今日之势，全
球均入于公法，而吾华独否。人安有不群噪以攻我、
联盟以排我者？余谓欲变法，先变例，例合则中西水

乳矣。此救亡之道也。若摘为不经之谈，与儒术叛，则
余不敢置喙矣”。
纵观林纾的儿童文学翻译，这种带有鲜明的林

纾个人色彩的中国化阐释正是其翻译的特色，也与

他一贯持守的文学译介观相一致。1900 年，林纾在
《清议报》发表了《译林叙》，道明译书以开民智：“吾
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

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12)这种翻译旨趣贯穿
其译介实践中，在他此后译介的许多作品的序言、
跋、例言中都一再有所体现。如在林纾和魏易合译的
《黑奴吁天录·序》（现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所
言：“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
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此外，
他在《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也中指出：“多译有益之
书，以代弹词，为劝谕之助。”(13)可见，林纾在《伊索寓

言》中的“畏庐曰”是其振动爱国之志气的“畏庐实
业”。
林译本《伊索寓言》用文言翻译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其读者范围，不过该译本影响却很大。胡怀琛《中
国寓言研究》中提到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
坛由林纾译本引发的寓言热：“我们说到中国寓言的
复活，不得不说是受了《伊索寓言》的影响。这廿年中
间，希腊的寓言，趁海舶到中国来了，长眠在深山古

寺里的印度寓言，被人们唤醒了，沈埋在旧书堆里的

中国古代的寓言，被人们扑去灰尘，从蠢鱼窝中挖出

来了。真可谓盛极一时。”(14)《伊索寓言》的启蒙价值
还通过教科书的形式扩大影响，《伊索寓言》也成为
学童的启蒙读物。孙毓修指出寓言“自教育大兴，以
此颇合于儿童之性，可使不懈而几于道。教科书遂采
用之。高文典册一变而成为妇孺皆知之书矣。古之专
以寓言者著书，自成一子者，昉于希腊之伊索。”(15)光
绪庚子年(1900 年)江南书局印行的学生课外读物

《中西异闻益智录》，其卷十一共辑有 19则寓言，基
本为伊索寓言。光绪辛丑年(1901年)出版的教科书
《蒙学课本》、光绪甲辰年(1904 年)出版的教科书
《绘图蒙学课本》及《启蒙课本初稿》等，都选入了中
西寓言。在辛亥革命之后，《伊索寓言》被更多的教科
书选用，其传播和影响也更为扩大。

三

五四时期是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诞生时期。
在本土儿童文学较为贫弱的发生期，西方儿童文学

经典的译介仍是建设儿童文学的重要路径。在鲁迅、
周作人、郑振铎、夏丏尊、赵元任、梁实秋、戴望舒、陈
伯吹等人的努力下，《爱的教育》《爱丽丝漫游奇境
记》《潘·彼得》《柳林风声》《木偶奇遇记》等一大批经
典作品译介出版，为本土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

厚的滋养。而且较之前两个阶段的译介，这一阶段的
很多译本告别了转译、编译的传统，注重从原文进行
译介，翻译主体出于“非文学”的意图而进行的过滤、
增删等变异行为明显减少，整体上对原文本的忠实

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译文的处理上更为贴近原文、
尊重原文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儿童文学的
中国传播在这个阶段更多地开始以“原貌”呈现，西
方儿童文学异于中国文化、文学的异质性不再被简
单粗暴地改造，而是开始得到更多的理解、欣赏和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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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伊索寓言》作为儿童文学的经典，依然备受译
者的青睐，涌现出许多译本。这些译本十分看重《伊
索寓言》适合儿童阅读的趣味性和文学性，并在译介
语言、风格等方面考虑儿童读者的接受特点。1934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生文库》第一集收录的
《伊索寓言》，该书的封面内容为龟兔赛跑，小兔子在
长着蘑菇的树下酣睡，不远处乌龟正在奋力地爬行，

充满了童趣。《世界少年文学丛刊》《新小学文库》等
大型儿童丛书也都收录有各种版本的《伊索寓言》。
1955 年周作人根据希腊文翻译的《伊索寓言》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伊索寓言》的译介和传播
在中国得到更为广泛的推进，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各

种《伊索寓言》的全译本和节译、改编、改写英汉对照
等版本多达近 700种。这其中不乏许多翻译名家的
手笔，如 1981 年罗念生、陈洪文、王焕生、冯文华合
译的《伊索寓言》，1997 年任溶溶的译本。这些版本
大多是各地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明确以儿童读者

为受众对象的版本，如任溶溶就说：“这次我重新翻
译《伊索寓言》觉得很有意义，搜集了国际上各种版
本的伊索寓言 373篇，比国内其他版本多 50余篇寓

言，配上几十幅早期优秀的木刻插图。应该说是为广
大读者和少年儿童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版本。”(16)

传教士开启的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之旅，是西

方儿童文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落地生根、融入、影
响、渗透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进程的过程。在回
溯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的同时，不能回避另一个重

要的问题，即转换成中国本土儿童文学的立场，西方

儿童文学中国化对中国儿童文学有着怎样的意义？

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之旅是催生本土儿童文学诞

生、滋养儿童文学发展、影响本土儿童文学审美品性
生成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在西方儿童文学渐次进
入中国大地、逐渐扩大影响甚至成长为“霸权”，并以
西方儿童文学的内涵、分类来统摄儿童文学整体时，
中国本土那些具有深刻的民族根基性的民间故事、
武侠小说等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现代儿童文学的
诞生和发展在吸收西方儿童文学滋养的过程中，对

本土传统的资源并未给予充分的承继，致使很多历

史上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如笔记小说、武侠小说、民
间故事的式微。也就是说，那些滋生于中国文化语境

下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儿童文学遗存，以及与

儿童文学特质相通的传统的中国文学形式并未能在

现代儿童文学中强壮地延续下去。这一现象背后的
深意在于，这些蕴含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丰富文

学遗存失落之后，中国儿童文学如何寻觅能与西方

儿童文学进行对话、抗争的异质的“底色”呢？而这也
是探讨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问题不可规避的另一个

重要话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儿童文学的中
国化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项目编号11CWW005）的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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